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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冠疫情中的传播反思

从介入到共生：新冠疫情媒体报道中专家话
语的表达修辞
蒋晓丽  叶茂

摘要  新冠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风险和危机，呼唤媒体承担其应有的角色和责任。在此背

景下，本文聚焦新冠疫情媒体报道对专家所代表的知识话语的借用，剖析被打破话语界限后的专家话语如

何进入公共表达和修辞，归纳总结了四种典型话语修辞框架：通过概念修辞框架来建构防疫的公共日常；通

过隐喻修辞框架实现喻体资源的有限借用；通过故事修辞框架追求可述性的平衡；通过描述修辞框架坚守

科学理性的表达。同时，本文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专家话语在与媒介角色互动中应当发展一种更为成

熟的话语共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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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伴随发生的是社会危害和信任危机，媒体在危机传播

中所担当的相应责任和角色尤为重要。在经历了“非典”事件，尤其是2006年

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法规出台后，我国媒体在报道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积累了较多经验。在面对此次新冠疫情时，媒体充分动员了相关资源来承担环

境监测、社会协调、情绪抚慰等社会“瞭望塔”的角色。

然而，这次新冠疫情显然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特殊性。首先是突发性，从

2019年12月8日官方通报显示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到2020年1月20日

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披露

“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期间不到2个月；其次是传统疾控应对手段的失灵，从对

病毒的起源、流行性特点到预防手段、治疗措施、患者愈后情况、药物研发、公共

卫生应对管理措施等在公共场域中处于不确定的迷雾之中；再次是持续性，无

论国内和国外，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反复性较强，持续引发社会关注。

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新冠疫情时期媒体报道上的一些挑战。可以看出，媒体

相关报道进行了大量的专家访谈和访问，凸显了专家话语的地位，也引发一种

新的话语观察角度。以往聚焦专家话语的研究更多地针对环境报道和健康传

播，聚焦的是专家话语所带来的风险感知，其中讨论较多的是冲突叙事。而关

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专家话语，观察其如何通过媒体来实现信息研判

和预警，并形成一系列话语表达与修辞实践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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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破界：来自媒体的“邀请”

如果说2003年“非典”事件中存在媒体角色

的功能性失语，那么新冠疫情中则面对信息与风

险的系统性不确定，因为大量的网络媒体本身也

是“风险的建构者”[1]。无论是“情景状态”论[2]，“基

本价值”论[3]，还是更讲究系统论的“复杂理论”[4]，

都可以看到对“危机”理解的核心是由于传统失

灵所导致的“失控”，媒体的作用则是通过信息组

织与来实现某种确定性。在研究者看来，“非典”

是我国最早建立危机传播话语体系的事件。[5]

但另有观点则认为，危机传播范式过于精英化视

角，不利于关照公共卫生事件在不确定性的历时

性空间里多元主体的对话，因此更倾向于风险沟

通范式。[6]在乌尔里希·贝克的界定中，相对于相

关主体形象和利益的修复，风险范式更加注意危

机情境下的沟通、回应与反馈，更为强调不确定

性和系统性。[7]这次新冠疫情对于媒体来说，既

符合危机传播关于传统失灵的“失控”界定，也符

合风险范式中的“系统性不确定”的特点。

面对新冠疫情，新闻媒体在进行信息传递和

社会心理沟通的过程中，基于事实搜集、查证和

呈现已经不足以完整地进行报道，而需要较大程

度上借助专家这一群体的知识和话语生产来介

入。而流行病学、呼吸病学、药品与免疫制剂等领

域的专家作为在知识领域攻克和应对新冠疫情的

群体，也需要面对公众发声，以提升和组织公众

的健康和安全意识。这在功能和角色上与媒体是

一致的。因此，面对社会风险和危机的“系统性

不确定”，新闻媒体对科学话语加强倚重的策略实

质上是新闻与科学两个群体为了减少风险、增加

确定性而在社会系统功能上的一种“耦合”[8]。可

以看到，传统主流媒体例如《人民日报》的“权威

解读”栏目、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中国

科学报》（科学网）的“专家解读”栏目、《科技日报》

（中国科技网）的“访谈”栏目都通过对权威专家

的访谈来发布权威信息；而新媒体方面，川报观察

的“战疫小课堂”、澎湃的“科技湃”、新媒体平台

“知识分子”、在线科普杂志《返朴》等也通过专家

话语的呈现来获得互联网空间的舆论话语权。

如 果 我 们 从 社 会 系 统 的 角 度 来 看，科 学 被

视作嵌入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专家群体

的行为逻辑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现实

语境，科学知识总是满足进步取向和趋新发展的

规律，与当下社会和人的关切紧密结合；其次是

问题原则，它总要回应和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是

医学等功能性较强的应用型学科；最后是价值归

宿，科学共同体总是奖励能突破禁区并最终带来

人 类 福 祉 增 加 的 研 究 工 作。[9]如 果 沿 着 上 述 三

个维度来进行类比分析，新闻媒体与专家所代表

的知识群体具备类似的功能和属性。在现实语

境中，媒体也是面向现实中的社会和人，在现实

语境下进行信息的搜集、查证和呈现；对于问题

原则，新闻媒体虽然不能直接干预社会的单项进

程，但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和舆论影响来间接影响

社 会 价 值 判 断，并 实 现 对 现 代 公 共 生 活 问 题 的

剖解；价值归宿上，新闻通过事实的记录和聚像

（news icon）来共筑里昂·西格尔（Leon V. Sigal）

所谓的“共识性过程”，彼此分享新闻人之间所共

有的认知和价值观。[10]

因此，新闻生产与科学知识生产存在耦合的

[1]陈华明.网络社会风险论——媒介、技术与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78.
[2]M. J. Driver, Charles F. Hermann. Crises in Foreign Policy: A Simulation Analysis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64(3):913.
[3]Uriel Rosenthal, Bert Pijnenburg. Crisis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Simulation Oriented Scenarios [M].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1:125.
[4]吴颢.复杂性视角下的危机传播:从危机管理到危机学习[J].理论月刊,2011(01):59-62.
[5]来向武、王朋进.缘起、概念、对象:危机传播几个基本问题的辨析[J].国际新闻界,2013,35(03):66-73.
[6]苏婧、张镜.从危机传播到风险沟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转型[J].新闻与写作,2020(04):5-13.
[7]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J]. Social Forces, 1992, 73(1).
[8]史林.区隔、互动、媒体化:科学与媒介关系研究的理论综述[J].今日科苑,2019(02):73-83.
[9]Chang, T., Wang, J. & Chen, C. "News as soci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changing world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media"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3) ,1994:52-69.
[10]Review by: Robert O. Blanchard and Muriel G. Cantor.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by Leon V.Sigal [J].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76,5(1):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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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而更进一步的举动就是打破边界。多位学

者曾经在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阐释社群时，采取

了“边界工作”（又称划界行为，boundary word）

视角[1]，以重申新闻行业内部的自我认知和共识，

明确专业与非专业的边界。实际上，边界工作的

概 念 最 先 就 来 源 于 科 学 社 会 学 家 托 马 斯·基 尔

（Thomas Gieryn）对科学边界的研究[2]，通过对科

学家、科学方法和科学论点的总结来达到区分、

维护、扩大科学合法性空间的目的。在耦合过程

中，专家突破科学身份获得媒体身份，专家话语

突破科学边界介入媒体的公共表达。当然，不同

领域的边界存在着高低的区别。相比科学领域的

边界工作来说，新闻显然是一个“浅边界”的领域[3]，

其开发性和包容性更大。因此，这场基于危机和

风险范式下的二者耦合实际上建立在一种来自媒

体的“邀请”上。

因此，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说，所谓公共性

目标正是媒体和知识群体共谋的前提和必要条

件，而这种公共性集中体现在话语修辞的公共性

上。话语是媒介在宣称权力时的核心场域。布尔

迪厄在分析社会场域中的权力身影时，强调了话

语的本质是一种可交易的资本，而其中的分量和

价值不只是通过“说什么”而更是通过“怎么说”

来得以兑现，这其实就是语言修辞，不只是一种

话语的内容，更是一种使用和呈现策略。[4]

话语的核心是修辞。面向大众的新闻媒体

需要借助专家的科学话语，而以专家为代表的知

识共同体则需要借助传媒来面向社会发声。科学

话语是一套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它通

过精确、客观、稳定的话语修辞来表达科学规范

下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再现科学事实。而新闻话

语则是一套讲究普适性、具象性、创新性的修辞

话语，以期达到某种舆论层面的目的。

因 此，当 知 识 阐 释 社 群 所 共 用 的 话 语 进 入

到新闻生产的话语语境时，必须面临重新语境化

(recontextualization)的 问 题。[5]它 不 简 单 只 是 意

义的迁移，而是伴随着自身话语生产的目的、意

义、背景、价值观、利益立场的切换所引发的旧语

境的瓦解和新语境的产生。那么，从修辞的角度

来说，研究和判断疫情趋势和给予社会预警的专

家话语公共表达则需要“接合”（articulation）到

不同平台的媒体话语表达中。

二、话语修辞实践：四种框架

在话语研究学者范·迪克（Van Dijk）看来，

要考察话语修辞过程，需要放在修辞框架中来进

行。修辞框架通过事实、认知和引述来实现一个

双层结构，表层是话语组织框架，而底层则是劝

服 手 段。[6]甘 姆 森（W. Gamson）认 为 可 以 对 话

语修辞框架进行回溯性分析，提出了“诠释包裹”

（interpretive package）中的框架装置，并分为标

签、隐喻、例子、描述等元素。[7]兼顾范·迪克和甘

姆森的理论模型，结合新冠疫情媒体报道中专家

话语表达修辞实践，总结出四个主要框架，即概

念修辞框架、隐喻修辞框架、故事修辞框架和描

述修辞框架，来考察以专家为代表的科学话语是

如何介入到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s）中，并通

过科学生产与媒体生产的双重机制最终达到社会

劝服效果的。

（一）概念修辞框架：建构大众化知识单元

在康德看来，科学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的感

觉材料和知性范畴的结合，其核心工作之一就是

[1]白红义.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J].新闻记者,2015(07):46-55.
[2]Thomas F. Gieryn.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48(6):781-795.
[3]Bogart R B L.Journalists at Work. Specialist Correspondents: Their News Organizations News Sources, and Competitor-
Colleagues.by Jeremy Tunstall [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73,2(4):455-457.
[4]Bourdieu,P.Questions de sociaology [M].Paris: Editions de Minuit,1980:144.
[5]Basil Bernstein. Pedagogizing knowledge: Studies in recontextualizing [J].Cadernos de Pesquisa,2003(120):75-110.
[6]Dijk T A V.Discourse and Contex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98.
[7]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9, 95(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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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概念，作为对复杂现象和关系的一种创新性

工作。因此，对于专家所代表的知识群体来说，概

念是构筑知识思维的基本单位。在概念性框架中

的修辞结合实践中，专家话语的主要功能是为公

众构筑起新冠病毒流行病学与防治的逻辑起点。

也就是说，当公众面对新冠疫情的到来产生巨大

的不确定性时，专家话语制造和传播了相关概念

来厘定这些风险对象，使得风险对象成为可被公

众认知的大众化知识单元。例如，从专家话语介

入新冠疫情的概念厘定以来，通过输出“疑似病

例”“确诊病例”“致死病例”三个概念来具象化

新冠疫情的社会风险感知，通过三位一体的数据

来引发整个社会的日常抗疫参与行为。而这三个

科学话语领域中具备关联效应的语词的公共化生

产就是一种典型的概念修辞框架。而更多来自流

行病学的概念诸如“居家隔离”“自限性”“聚集

性案例”“复阳”“接触性感染”“粪口传播”“清

零”等也通过专家话语的概念修辞介入日常公共

生活。

当然，概念性框架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而

话语权的实现则是话语内部属性决定的。在常态

上来说，新闻媒体是社会话语场天然的话语权控

制方，但新冠疫情的概念构筑在修辞结合实践中

更多由专家话语主导。“零号病人”这一概念性

修辞框架是个较好的观测案例。

“零号病人”的讨论在网上引发热议，军事科

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

曹务春、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金永堂、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副院长邬堂春等在接受采访时均

采用“目前尚未找到‘零号病人’”这一说法。[1]

实际上所谓“零号病人”指的是流行病学中的指

示病例或索引病例（index case），即有助于最快、

最准确锁定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案例。而当这

个科学范畴的话语介入公共表达后，进行了“零

号病人”这一概念性修辞，实际上，这个词语最

先来源于媒体的使用，记者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最初在艾滋病报道中使用该词。[2]“index”

所召唤的是流行病学病毒谱系意义上的追溯过

程，但并非特指第一个感染者，而在“零号”这一

意指下原有科学话语空间坍缩，而标出了“第一

个案例”，暗含某种发动社会共同查找的呼唤以及

问责疾病控制与管理的策动。

（二）隐喻修辞框架：喻体资源的有限借用

隐喻被认为是语言的一种最本质特征，也是

最为常见的思维方式之一。按照符号学家赵毅衡

的观点，当符号从理据性进入无理据的规约性，

再用符号文本进行新的有理据的描写，通过这种

方式不断延伸下去，构成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

观点。因此，当专家从科学手段观照这个世界，其

秉持的是理性精神，而介入媒体的公共表达后，

其观点往往伴随一定的隐喻修辞过程。

在新冠疫情的媒体报道中，最为突出的隐喻

修辞是“疫情-战争”框架。专家话语中使用它的

原因之一可能是来自媒体的推动和引导，其次是

在公共空间里将科学研究对象的危害和不确定

性隐喻为“敌人”可以增加专家话语本身的正当

性。例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

科学家曾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时说“病毒

没有了‘援兵’，我们强大了，它（病毒）就等着被

‘围歼’吧”[3]，“围歼”既有通过药品和免疫制剂

杀灭病毒的隐喻指涉，又有对科学共同体的群体

指涉。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防治专家李兰娟

关于“搞传染病的冲锋在前，大家才会一块往前

冲”[4]的话语则表明了专家身份在整个抗疫行动

中的引领性作用；钟南山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

时说，“就疫情而言，世界正在爬坡增加”[5]。“爬

[1]寻找“零号病人”！专家建议：重回海鲜市场[EB/OL].科学网.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2/435897.shtm,2020-
02-18.
[2]Altarelli, Fabrizio, Braunstein, Alfredo, Dall’Asta, Luca.The patient-zero problem with noisy observations [J]. 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Theory & Experiment, 2014, 2014(10):P10016.
[3]曾光回应确诊病例“过万”：更重要的是观察疾病流行动态[EB/OL].中国新闻周刊.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2-
01/9075226.shtml,2020-02-01.
[4]惊心动魄60天 独家专访院士李兰娟[EB/OL].中央纪委网站.http://v.ccdi.gov.cn/2020/04/01/VIDEyFiV2Pp0HJy5lFtcnNoT200401.
shtml,2020-04-01.
[5]钟南山：广州并未出现疫情反弹[N].广州日报,202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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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意味着对疫情“坡度”喻体的存在，有“上坡”

就有“下坡”，话语的对面则是处于下坡（已基本

控制疫情、向好发展）的抗疫局面。

当然，被较多采用的“疫情-战争”隐喻框架是

仍显单调的。专家话语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能获得

较好的媒体价值和分量，取决于专家在选择喻体资

源上的能力，搭建怎样的阐释语境。知识话语的“分

量”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喻体资源的发

掘和开发程度。选择什么喻体资源，搭建什么阐释

语境，这是隐喻框架绕不开的修辞命题。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新冠病毒形容

为“很妖的病毒”。“妖”字既能通过隐喻来指涉

新冠病毒的邪恶，还生动描摹了新冠病毒在流行

病学上诸多规律不明、变化很多的状态，这样的

话语表达迅速取得了互联网空间的“刷屏”效果。

在接受同一媒体采访时，他还提到，中国上海的

防控属于“少林派”，而新加坡则属于“武当派”[1]，

这一话语修辞则通过少林派的“刚”与武当派的

“柔”来类比了两种抗击疫情的公共选择：强化外

部防护还是着重内化管理。张文宏还有其他含有

隐喻修辞实践的表达，借助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实

现了广泛传播，诸如“防火防盗防同事”“你在家

里不是隔离，是在战斗”“最好的药就是免疫力”

等，这些生动的公共表达使得张文宏被公众称为

“医界段子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比其

他专家话语，他展示了在修辞框架中对喻体资源

开发和阐释搭建的丰富性和灵活性。

当然，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讲，隐喻修辞框

架寻求对世界更为简化的客观认知，一套这样的

修辞框架需要表达从高认知到低认知的转化。高

认知即意味着对客观事物以逻辑关系紧密的方式

来进行认知，而低认知则意味着储藏和召唤了强

大的暗示和劝服效果。[2]这是值得专家在喻体资

源的选择和借用上需要注意和认识的问题。

（三）故事修辞框架：追求可述性的平衡

故 事 来 源 于 情 节（plot）。 故 事 修 辞 框 架 并

非能和事件呈现划等号，如果说事件是一个客观

性过程的话，那么故事则是被讲述者“卷入的经

验”，在修辞中某些事件被挑选了出来，并被按照

某种方式来进行叙述。

在新冠疫情的媒体呈现中，当科学话语介入

公共修辞，首先面临了“可述性”（narratability）

的问题。因为科学规律本身作为理性认知的一种

抽象活动是“不可述”的，而“不可述”既有“不

具可述性”也有“不应可述性”两个层面，这是科

学规约和范式所决定的。为了新闻生产的真实性

和传播维度上的接受度，媒体的公共话语生产是

希望具备一个连续、稳定和有机的故事修辞氛围

的。那么专家需要配合媒体，在可述性的基础上

寻求一种情节上的可构筑性（composability），也

就是说，应当追求表达修辞可述性上的平衡。

那么，一般什么样的话语被选择作为可述对

象呢？按照符号学家赵毅衡关于叙述学的说法，

要“有违常规”，也就是说一个故事被讲述出来，

是因为这个事件中有一段隐含的剧本（canonical 

script）被某种逻辑打破和违反，那么这个事件就会

被叙述出来，也就是被标出（marked）。[3]那么，通过

这一过程，被打破逻辑的隐含剧本也就成为专家

想要标出的某个话语要点。

当然，“有违常规”在新冠疫情的专家话语故

事修辞框架中并非唯一或有意选取的标准。在

故事框架修辞中，也有媒体基于读者或者观众的

“阐释语境”而选取的一种话语策略，使得专家在

对事件进行分析和评判的过程中来参与话语的修

辞。这其中并没有非常规的“标出”，而是符合一

种新闻公共表达的可述性话语。

国家卫建委第三批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袁国

勇对财新网讲述“武汉封城”这一决策，采取了故

事修辞框架。在描述话语中，他和同是专家组成

员的钟南山、李兰娟、曾光和高福等乘车在武汉

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考察和回溯，他们在没有下

[1]专访张文宏：“关于零号病人，我只认证据”[EB/OL].中国新闻周刊.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52433,2020-02-28.

[2]李艳红.以社会理性消解科技理性: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环境风险话语[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19(03):22-33+110.

[3]赵毅衡.情节与反情节 叙述与未叙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06):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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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情况下进行了细致的现场观察和工作。[1]在

这个故事中，四个专家一边在媒体上对公众发出

强烈的预警，同时在疫情最关键的时候冒着极大

风险进入华南海鲜市场考察则是被标出的行为，

凸显了科学决策背后的艰辛和严谨。

（四）描述修辞框架：坚守科学理性的表达

科学语言是高度抽象的语言，尽管其中也有

日常和公共语言的部分，但是这些终究要服从逻

辑严密的论述。例如，对于“物体在空中会重重

落到地面”这一句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表述则

是“物体在忽略空气摩擦力的情况下会以重力加

速度向下运动直至撞击地面”。因此，科学是从客

观世界抽象出的一般性客观规律，科学语言修辞

则主要是一种抽象话语，包括概念、命题、理论、

数据等，这些语言又将科学演绎引致更高度的抽

象层面。[2]

从修辞的角度来说，新冠疫情报道中专家话

语在科学理性层面上的坚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1.客观修辞。科学话语尽量采取冷静和客观

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性和推理性叙述，因为科学结

论得以确立的根基就在于可证伪性，也就是需要

科学共同体的验证，因此需要尽可能地排除主观

性和特殊性语境。2.数据修辞。包括医学在内的

科学学科，其基础逻辑就是数理逻辑，建立在流

行病学的参照标准也是数据标准。因此，征用数

据来佐证观点，是专家话语与一般的公共话语所

不同的表征方式。3.去修辞性。修辞的本质是对

话语进行社会性的改造以达到某种话语目的，但

修辞的结果却是以窄化话语的空间的方式换得一

种“具象性”。而科学话语则为了更贴合客观规

律，话语量和修饰功能需要尽可能少，用平实地

语言来保证话语的准确性。

钟南山在央视《新闻1+1》栏目接受白岩松

的采访中首次做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研判的话

语修辞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性坚守①：

白岩松：针对人传人的判断是什么样的？

钟南山：在武汉有这样肯定的证据，在广东

有两个病人没去过武汉，但是家人在去了武汉以

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回到家里后，两个家庭

都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可以这么说，肯定

有人传人的现象。 

可以看出钟南山回答白岩松的话语策略是先

进行证据和数据的罗列，再进行逻辑的推导，最后

再展示观点。在观点展示前，还需要交代“现在可

以这么说”这一前提。这样的描述框架既摒除了

表达的主观性色彩，还极大地弱化了逻辑演进的主

导性暗示，凸显了推导过程的客观和审慎；最后，在

给出“有人传人现象”观点前，加了“肯定”二字以

示某种专业性的判断和社会预警式的强调。

针对危机和风险，媒体希望将置于风险社会

中“不明确”的部分变得可感可知，实现社会压力

和焦虑的纾解，并达到一定的舆论目的。但是在

科学逻辑的组织和传播中又要做到尽可能的客

观公正，这种矛盾自始至终是存在的。从《新闻

1+1》主持人两次针对新冠疫情的最新数据连线

专家所引出的话语修辞，即可看出这一点。一次

是2020年1月31日，突然出现确诊病例数据暴增，

当主持人表达忧虑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

席专家吴尊友回复：“大家不要被这三天的数字吓

倒”，并解释了这是前期病人积累所致。另一次是

2020年2月25日除湖北以外确诊病例降为11例，主

持人代公众表达了“松一口气”的观感后，天津市

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则告知需要2个最长潜伏期

的考验才能放松，并呼吁高度警惕侥幸心理。这

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媒体需要作为公众代言人，

通过和专家进行对话，来实现修辞公共化的完成，

最终产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劝服效果。

三、对话：话语状态与媒体角色

面对新冠疫情这一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

家所代表的科学共同体无疑拥有定义、判断和解

释风险的绝对威权，科学理性也是公共决策的最

[1]对话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袁国勇：我在武汉看到了什么[EB/OL].财新网.http://www.caixin.com/2020-03-08/101525660.
html,2020-03-08.
[2]张之沧.科学哲学导论[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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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依据。在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中，科学理

性的根本角色之一就是编织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

安全光环，以解决社会公众的物理风险。同时，贝

克也阐释了媒体以建构风险议题的中心角色地位，

如果科学理性话语是解决这些风险的话，那么专家

话语的媒体角色则是“驱散社会焦虑的乌云”。[1]

按照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

香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观点，专家话语

通过陈述事物和连接事物，意图重新组织和搭建

意义。[2]在此过程中，科学话语将获得舆论场中

的合法性。这也就是从科学语境到媒体语境、从

“知识阐释”到“公共表达”在修辞学意义上的结

合实践（articulation）。[3]如果我们对比分析2003

年“非典”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媒体报

道中的专家话语，会发现专家群体经历了三种话

语形态的共时性变化：

（一）失语状态

在大众的长期刻板印象中，科学人士是从事

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公共表达并非其主业，因

此其公共话语状态是沉默的。这种沉默带有某种

以潜心从事科学研究作为代偿的合理性。在“非

典”期间，这种失语体现在对于话语的沉默，对于

公共表达的放弃和枉顾。而在新冠疫情期间，这

种失语则并非体现在沉默，而是话语修辞层面上

的静默，也就是“去修辞”。

（二）坚守话语状态

借助权威主流媒体平台，在媒体的引导下参

与公共表达，但在话语层面坚守科学思维话语，

尤其是在修辞层面，将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作为

修辞对象和目的，但保持较低限度的话语效果。[4]

在“非典”期间钟南山成了公共空间话语坚守的

代表人物。新冠疫情期间，大部分专家话语也属

于此类，通过科学-媒体的结构性耦合，实现科学

话语的媒介化途径，实现对公共理性的塑造，对

公共策略的影响，对公共价值的守望。

（三）积极话语状态

看重科学-媒体的耦合关系，积极地参与公

共表达，尤其借助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力，在深厚

的科学底蕴基础上熟练运用公共修辞，话语指涉

不仅限于自身专业领域，且完全介入公共空间。

以“网红医生”张文宏为例，他不仅在权威主流媒

体解答医学问题，还频繁出现在诸如抖音、快手

等新媒体平台贡献“金句”和“段子”，这恰恰是

积极话语态度的体现。他还对其他议题发表延

伸观点，例如“孩子少喝粥，多吃鸡蛋，牛奶，三明

治”，显示出他的公共表达已不受话语身份和话语

框架限制。

相比专家群体，尽管媒体在舆论场中的话语

角色占据绝对优势，但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则需要作出一定的话语让渡。以新冠疫情为例，

权威主流媒体需要搭建舞台以供权威专家就重大

疫情判断发声，而各个新媒体平台则以不同形式

来对公众进行科学素养的普及。因此，媒体角色

更像是公共论坛（public deliberation）的组织者，

要统合政府、专家和社会等各方的关系，并充当翻

译、沟通、代言、协调等中介功能。[5]与以上三种专

家话语形态相对应，从媒体-专家的关系来看，专

家话语则存在三类关系性话语角色：被动主导话

语角色、被动引导话语角色和话语共生者。

（一）被动主导话语角色

媒体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完全主

导整个媒体议程和话语表达，只是针对某个专业

领域来寻求专家帮助，将专家话语作为信源来处

理和加工。与此相对的专家话语状态则主要处于

失语状态，而话语表达修辞则完全处于被动主导

的态势。

（二）被动引导话语角色

作为引导者的媒体邀请医学专家所代表的

[1]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J]. Social Forces, 1992, 73(1).

[2]Laclau, E. & Mouffe C.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M] London: Verso,1985:105.

[3]Deluca. K. M. Image politics: the new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M]Mahwah, NJ: The Guilford Press,1999:38.

[4]刘涛.作为知识生产的新闻评论:知识话语呈现的公共修辞与框架再造[J].新闻大学,2016(06):100-108+150-151.

[5]Xu, Guiquan. Media as mediators: Citizen activism and public deliberation, Fanxu Zeng [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9(4):44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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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群体进入应对新冠疫情的角色中，提供话语

平台支撑和舆论权力授权，但体现出对专家话语

身份的倚重，新冠疫情报道中的几位著名的专家

如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王辰、陈薇等要么是

院士，要么是国家级别的高级专家。虽然仍处于

被动引导的态势，但这些专家的话语也早已超越

所谓信源的意义，科学视角全方位地介入到公共

表达（public expression）的领域中，相关的专家

也就可以称之为公共科学家，专家的科学话语也

可视为公共话语。

（三）话语共生者

“共生”（symbiosis）一词来自生物学领域，

是指在一个生态体系当中，彼此的功能是互相嵌

合而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共生的核心和目标是

形成更为互融的话语共生态。这种话语共生态不

仅是媒体报道中专家话语表达修辞的应然状态，

更是一种成熟的媒体策略。

首先，因为一旦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公众

的关注点就会从“大世界”收缩到身边的“小世

界”，作为共生者的媒体不仅为专家群体提供信息

发布和社会预警的平台，还能接受专家群体和个

体以一个媒体IP的身份来定位自己的话语角色。

为了培养和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增强社会的科

学参与和科学应对，消解大众对于科学共同体的

误解和抵抗，媒体应当认识到信息生产和传播的

“知识性”，意识到与科学话语的长期性耦合和共

振是在为大众建立一种新的媒介生态。

另一方面，与此媒体角色对应的专家话语应

当是一种积极话语状态，即主动介入公共表达和

修辞。在疫情应对上，科学知识和科学共同体能

够通过媒体来有机嵌合到社会系统中从而获得社

会认同和支持。在积极话语状态下，社会力量也

能作为一种更为强大的决定性因素进入科学共同

体和科学生产之中，共同架构和生产所谓的“有

机知识”，在整个社会系统和公共策略中发挥能动

作用，并最终实现推动社会和人类福祉的抱负。

这同时也是社会学家魏因加特（Weingart）“科学

媒体化”的初衷。[1]

注释
①语料来自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2020年01月20日

节目。

[1]Weingart P.The lure of the mass media and its repercussions on science [M].The Sciences’ Media Connection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Springer,Dordrecht,2012: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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